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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生育自主、制度安排、传统文化观念与代际惯性作为影响生育意愿的指标，通过讨论传统经济

向数字经济转型对它们的影响，分析其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机理，建立经济转型影响人口增长的数学模型。

实例检验，短期内数字经济转型会对人口增长的内驱力造成极大冲击，但作用效果呈现“非关联性”特

征；在大时间跨度下，数字经济转型对人口增长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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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reproductive autonom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ertia as indicators influenc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By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economy to a digital economy on these factors, it analyzes their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establishes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how eco-
nomic transformation affects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the shift to a digital economy 
exerts significant shocks on the internal drivers of population growth but exhibits a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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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characteristic. Over longer time horizons, the digital economy transition demonstrates 
a clear inhibitory effect on populatio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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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中，经济发展被视为人口结构转型的根本动力。从“高出生、高死亡”到“低

出生、低死亡”的转变，被认为是由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收入水平提升所驱动的[1]。这一理论隐含了一

个基本假设：经济变动能够深刻影响人口的生育行为与增长率。 
然而，这一假设在当代社会正遭遇越来越多的反例。一方面，许多长期经济繁荣的国家陷入了极低

生育率(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经济持续增长并未带来生育率的回升；另一方面，一些经历了严重经济

衰退的国家，生育率并未出现预期中的断崖式下跌，反而保持了相对稳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

与国家干预深化的背景下，人口增长越来越呈现出“脱钩”于经济变动的特征，成为具有自身逻辑的社

会过程[2]。 
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的深度转型，数字技术已广泛渗透至各领域，正在全方位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

生活方式。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消费模式和社会交往，更深刻影响着个体和家庭的生

育决策逻辑。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发展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

化的趋势性特征日益凸显，人口总量已进入减量发展阶段。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否在客观上加速了人口增长的放缓？数字经济是否具备缓解甚至扭转低生育

率困境的潜力？这些问题已成为人口学与经济学交叉领域亟待回答的核心命题。 
经典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红利理论的“时间窗口”，技术创新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人力资

本质量对数量的“覆盖效应”等等理论在解释当前人口变化现状时都有其局限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是现有分析的主要思考角度，但意识形态的变化与现实经济变化的相互影响的机制是及其复杂的。本

文从生育意愿的角度考虑，选取生育自主、制度安排、传统文化观念与代际惯性作为影响生育意愿的指

标，揭示其内在的作用机理，建立经济转型影响人口增长的数学模型，用实例验证数学模型的合理性。

进而，讨论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对文化观念、生育技术、制度安排与代际惯性的影响，尝试阐明数

字经济时代人口的变化趋势。 

2. 数字经济转型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及建模 

2.1. 传统理论及其现实状况中体现的局限性 

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因素就被视为生育行为的核心变量。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的丰裕程度决

定了人口的扩张与收缩[3]。贝克尔(Gary 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则将生育视为一种理性选择，认为收入、

时间成本与子女质量的替代关系决定了家庭生育决策[4]。在这一框架下，经济衰退导致收入下降，应当

抑制生育；经济繁荣则通过收入效应刺激生育。然而，上述理性选择模型在面对现实数据时显得力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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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20 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生育率的长期下降与经济波动之间并未呈现稳定的相关性。 
20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从工业到知识与服务经济的两次根本性跨越；在中国，

则上演了一场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现在正由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

深度转型。早期研究确实发现生育率呈现一定的顺周期性——经济景气时生育率上升，衰退时下降[5]。
但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种顺周期性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弱化。例如，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

间，虽然部分南欧国家生育率出现了短暂下跌，但北欧、德国等国家几乎未受影响[6]。日本在“失落的

三十年”中生育率不仅没有随经济低迷而崩溃，反而在极低水平上趋于平稳[7]。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作

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生育率在长期经济扩张中持续走低，完全背离了“收入效应”的预期[8]。经济波

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力已被大幅削弱。 

2.2. 数字经济转型对人口增长的驱动力影响 

人口增长的驱动力体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源于人们自身，也源于对于环境的感知，最直接的是传

统的文化习惯、生存环境，诸如，生育观念、社会保障体系、经济状况。随着时间推移，经济转型会直接

或间接改变着这些因素。当前，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的深度转型正在全方位重塑、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

消费模式和社会交往，深刻影响着个体和家庭的生育决策逻辑。 

2.2.1. 数字经济转型对生育自主的影响 
早期的工业革命促使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导致城市化加速，社会结构改变。随着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生产正在大规模替代传统劳动密集型岗位。全球制造业的

产出增加与制造业就业人数已不再同步增长，这表明，技术进步已经构建起一道防火墙，使得不论从宏

观的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还是从个体的家庭生存角度，都摆脱了对人口绝对数量的依赖。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极大提升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发展预期，但极度内卷的就业生态提高了

生育的机会成本——生育意味着职业中断、收入下降和晋升机会的丧失。对于高技能女性劳动者而言，

这种机会成本尤为显著，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数字技术极大提升了信息获取的效率和劳动参与

的便利性，个体需更频繁地参与劳动力市场、更深度地投入经济活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短视频等

数字化应用进一步加剧了时间碎片化，个体的注意力被分散在层出不穷的数字内容消费中。以上原因导

致用于家庭生活和子女照护的时间资源被显著压缩，整块时间更为稀缺。数字经济的“时间挤出机制”

与“机会成本机制”显著降低了生育意愿。 
本质上，人们的生育意愿是基于收入水平和劳动环境变化做出反应。收入的水平和劳动环境变化对

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复杂的，非线性的，会呈现出类似于经济学中的“伊斯特林悖论”效应。在收入较低

到收入较高阶段，收入的边际效应最高，收入的提高会对生育意愿会有显著的影响；收入如果显著高于

正常的生活需求，收入将不再是人们考虑生育计划的主要因素。 
在不考虑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等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基于以上分析，经济变动对人的生育意愿影响

主要呈现阻滞增长特征。用 x 表示经济的发展的完善程度，其取决于对国家政策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

取值范围 0 到 +∞之间， +∞表示经济发展的完美状态； 1y 表示在经济发展程度 x 下生育意愿的变化率。

对传统的阻滞增长模型作适当的变量转换，可以得到经济发展程度波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为： 

1 21 2

x

x x
ay
a a

λ=
+ +

， 

其中， ( ), 0 1a aλ < < 为参数，有 2lim 0
1 2

x

x xx

a
a a→+∞

=
+ +

，当经济发展状态提升时，其对人口增长影响的边际

效应在减弱。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7512


蔡云峰 等 
 

 

DOI: 10.12677/ar.2026.137512 709 老龄化研究 
 

2.2.2. 经济转型对国家制度和政策影响 
不同国家基于本国现状制定国家的发展政策，制定各项制度。经济转型往往会带来经济的巨大发展，

当国家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时，将趋于建立完善的育儿补贴、带薪产假、公共托育服务等现代福利制度。

这些制度化措施，即使在经济下行时期，依然能够为生育提供基础保障，家庭生育决策不再高度依赖于

家庭收入的短期波动，将会极大地削弱经济波动对生育的直接冲击。制度的保障是人口增长率的稳定器，

保障制度越完善，人口增长率波动会越稳定。北欧国家通过系统的性别平等政策与福利制度，在经济波

动中依然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生育率是对其最好的注解。 
数字经济催生的很多新的就业形态，诸如电商的快速发展，社区经济的兴起，改善了部分群体的生

育条件。同时，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可以极大缓解具有生育意愿的人们短期流动性的需求。数字技术赋

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新，人口发展支持体系正在从传统的“数量管理”向“质量提升”转型，会显著

提高居民生育意愿。数字经济为现代福利制度稳定效用赋能。 
假设制度、政策的完善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设δ 为经济发展程度 x 下各项制度对生育意愿

的影响系数，δ 随着 x 增大而递减，是典型的非线性回归模型，且当 x →+∞时， 1δ → 。数字经济转型

对δ 的影响，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发展程度 x ，对经济发展程度波动和影响系数建立回归模型： 

1
0 x

βδ β ε= + + ， 

其中， 0 1β = 。 

2.2.3. 数字经济转型对文化观念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 
假设经济发展与时间正线性相关。从较短时间维度考虑，文化规范、宗教信仰、性别角色分工等因

素往往比当前经济更能解释生育行为的差异，人口增长更依赖、受制于文化的长期惯性。生育观念一旦

形成，往往具有超越经济周期的稳定性[9]。例如，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念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即使在计划

生育政策执行比较严格时期，人口增长率都维持在较高水平；南欧国家虽然长期面临高失业率和经济困

境，但其生育率依然维持在极低水平，这并非经济理性的结果，而是“少子化”文化观念在代际间传递

的结果[2]。 
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不仅改变生育的客观约束条件，还通过信息渠道加速重塑生育的主观意愿。

数字经济催生了名目繁多的金融养老创新，其削弱了传统“养儿防老”动机，降低了养老保障需求、增

加消费与个人主义倾向、提升女性经济独立性与生育机会成本。同时，互联网大幅降低了解生育的生理

成本、经济负担和社会影响等相关信息的获取成本，客观上促使生育决策更加理性化和审慎化。社交媒

体上的“晒娃”“育儿焦虑”“丁克”等内容持续塑造着关于生育的社会规范与价值判断，推动生育观

念转变、加速了从“多子多福”到“少生优生”乃至“不生子女”的观念变迁。 
然而，经济转型虽会对文化传统带来巨大冲击，但短期效用并不明显，往往在较长时间后逐渐形成

新的文化习惯。二十世纪以来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改变已慢慢呈现，经济发展及其推动的科技进步不断

淡化人们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种群意识越来越淡，例如部落，家

族，姓氏观念的逐步淡化。生育不再是强烈的、基于本能的种群繁衍需要，不再是基于个体的生存需要，

而是一种文化传统的惯性，一种情感需求。 
设 k 表示在经济发展程度 x 下种群的自然生育意愿。经济转型对文化传统冲击主要体现在观念的变

化，短期是振荡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形成新的主体文化观念。所以，当时间当 x 的改变量较小时，k 的

变化极小，可以看做常数；当 x 的改变量较大时， k 随着 x 增大而减少。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7512


蔡云峰 等 
 

 

DOI: 10.12677/ar.2026.137512 710 老龄化研究 
 

2.3. 经济转型对人口增长影响的数学建模 

数字经济转型对人口增长的内驱力影响呈现显著的双重性。数字经济催生的很多新的就业形态，改

善了部分群体的生育条件；数字经济提升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发展预期，却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

本。数字技术赋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新，推动制度、政策完善，提升生育意愿；数字经济转型通过信

息渠道重塑了生育的主观意愿。 
设 y 表示在经济发展程度 x 下种群的生育意愿，其直接体现是总和生育率。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建

立经济转型对人口增长的数学建模如下： 

( )1

1
0 2

1

1
1 2

x

x x

y k y

ak
x a a

δ

βλ β ε

= + ⋅

  = + + +   + +  

 

2.4. 数字经济转型对人口增长影响 

当前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世界上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程

度较低，生育行为受到传统文化、子女作为劳动力价值的深刻影响，k 值较大；经济发展程度 x 较小， 1y
和δ 值虽较大，却 1yδ 显著低于 1。无论经济状况的短期如何变化都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生育规范，生育

意愿 y 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并不随经济小幅波动而改变，数字经济转型不会对人口增长带来显著变化。 
在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现代福利制度，个体意识很强，生育行为不再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k 值较小；经济发展程度 x 较大， 1y 值较小，δ 趋于 1，生育意愿 y 很长时间维持

在较低水平。现代福利制度淡化了数字经济转型产生的生育的机会成本带来的影响，极强的个体意识削

弱了转型带来的观念冲击， 1y 和δ 值不会发生显著变化， y 依然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与经济转型没有明

显的相关性。 

3. 模型检验及应用 

3.1. 日本的案例：经济长期低迷与生育率的稳定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已实现高度现代化，生育制度相对完善，x 值较大， 1y 接近 0，δ 趋于

1，经济转型对各变量影响较小。这就解释了为何日本虽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失业率

上升、青年收入下降，但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 1990 年代为 1.5 左右，2005 年降至 1.26 的最低点后，反而

在长期通缩中缓慢回升至 1.3~1.4 的原因。这一变化不仅幅度微小，而且与经济波之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

相关性，生育率保持了惊人的“独立性”，其间变动更多与婚育观念、女性社会参与度等社会因素相关。 

3.2. 发展中国家的“低弹性” 

在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转型未开始或水平较低，经济转型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同样有限。许多低收

入国家长期处于经济增长乏力状态， x 值较小， 1y 值较大。同时，在这些社会中，生育行为受到传统文

化、子女作为劳动力价值的深刻影响， k 值较大。经济状况的短期变化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生育规范，

生育率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并不随经济小幅波动而改变。相反，当东亚四小龙经历高速经济增长时，

生育率反而出现了断崖式下降，原因在于伴随着教育普及、城市化的观念变迁的结构性转型。 
两个实例说明，我们建立的数学模型能较好解释当前有悖于传统理论的现实数据。 

3.3. 模型应用——数字经济转型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 

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五十年的快速发展， x 快速增大。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速度放缓，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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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阶段， 1y 进入低位运行和δ 趋近于 1。同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人

们生育观念从“多子多福”扭转到“少生优生”，叠加经济发展导致的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k 值减小，

y 维持在低位。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生育的机会成本显著增加；信息渠道加速重塑人们生

育的主观意愿，从“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到“少生优生”乃至“不生子女”的观念变迁；逐步完善的

福利制度，正强化这一趋势。经济转型会加速 1,y k 变小，δ 进一步趋于 1， y 依然会延续减小趋势。中国

人口变化趋势是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发展的集中体现，由文化、制度、技术、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

长期积累的复杂过程。 

4. 总结与反思 

本文通过数学建模，说明数字经济转型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双重性。人口增长已形成相对

独立于经济波动的运行逻辑，其核心驱动力来自文化观念、制度安排、技术进步与社会惯性。制度与政

策，文化传统都会导致人口增长具有极强的惯性，使得人口增长天然具有独立于短期经济波动的特性。 
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也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人口增长也同样不受经济变动的显著影响，

我们应当摒弃将人口增长简单归因于经济变动的思维定式。现代社会的人口增长，是一个由文化、制度、

技术、教育、性别关系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复杂过程，简单通过刺激经济来调控生育率只会取得短期、

微弱效果。例如，许多国家推出生育补贴，期望通过缓解经济压力来提高生育率，但效果往往有限。真

正有效的政策，应当着眼于改变长期的社会结构——如改善育儿支持体系、重塑家庭友好型文化、制度

与文化层面的传承与变革，而非短期的经济刺激，才是影响人口增长的关键杠杆。 
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应推动生育支持政策的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降低生育支持政策的行

政成本和实施门槛，促进数字经济与人口发展良性互动。在推动数字技术深度应用的同时，应强化数字

技术赋能生育支持的正面效应，将数字技术的“效率红利”转化为人口发展的“包容红利”，在数字时

代实现人口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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